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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
———《孔子家语·致思》

乡村“打平伙”风俗中
蕴藏着朴素的法治智慧

□ 刘亚平

五声听狱讼：从古人察情之术看我国司法的精神底色
□ 李浩东 曾心怡 马 静

《周 礼 · 秋 官 · 小 司 寇》 记
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
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
曰耳听，五曰目听。”短短二十余
字，记下了三千年前华夏先民审理
案件的一套方法，这便是后世所称
的“五听”。

何谓“五听”？东汉经学大家
郑玄在 《周礼注》 中，曾对“辞
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五
者逐一作过诠解，大意是审察当事
人的言辞，若说的不是实话，其言
辞就会繁乱啰唆；观察当事人的脸
色，若心中有亏，其神情就会羞愧
发红；留意当事人的呼吸，若内心
不安，其气息就会急促紊乱；注意
当事人听问时的反应，若有所隐
瞒，其应答就会迟疑恍惚；观察当
事人的眼神，若言不由衷，其目光
就会昏乱游移。五者合而用之，从
言辞、脸色、气息、听问、眼神五
个维度，为古代司法官员辨别真
伪、求得实情立下了一套章法。

这套章法从西周一直用到明
清。《唐律疏议·断狱律》 对刑讯
的前置程序作了规定，要求司法官
员依照“狱官令”的规定适用“五
听”制度，即“察狱之官，先备五
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
首实，然后拷掠”。若司法官员违
反这一前置程序，擅自刑讯，要被

“杖六十”。“五听”由此从一种经
验上升为律典中的制度。一项看似
不起眼的察情之术，何以在中华法
系中绵延三千年而不衰？它又给今
日我国司法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血
脉？这值得细细品味。

亲历：司法官员的眼睛
比卷宗更接近真相

“五听”得以成立，前提是司
法官员必须“在场”。所谓在场，
即亲临审理、亲见当事人、亲闻其

辞。古人对此看得极重，因为他们
深知，卷宗所载是静的，人之神情
是动的；纸面上的供词可以反复斟
酌，而堂下那一瞬间的语气、脸
色、眼神却最难伪饰。

南宋桂万荣所辑 《棠阴比事》
中记下许多这样的故事，最广为流
传的一则便是包拯审“牛舌案”。
彼时包拯任天长县知县，有农户
来报案，称自家耕牛的舌头被人
偷偷割去。在那个“牛”是农家
命根子的年代，无舌之牛活不下
去，可耕牛又是国家明令禁止私
自 宰 杀 的 。 包 拯 听 罢 不 动 声 色 ，
反 让 那 农 户 回 家 把 牛 杀 了 卖 肉 ，
农 户 愣 了 又 愣 ， 半 信 半 疑 地 照
办。果然没过几天，便有人兴冲
冲 地 跑到县衙举报这家“私宰耕
牛”。包拯一拍惊堂木：能这么快
知情、又这么急着告发的，不正是
当初割人牛舌、心存怨恨之人吗？
真凶就此自投罗网。包拯没用任何
刑讯，靠的是对人心的洞察，他料
定偷牛舌者既然心怀怨毒，必不会
放过再告对方一状的机会。

明代况钟治理苏州亦是一段佳
话。苏州府有许多积压多年的疑
案、冤案，前任官员或畏难，或敷
衍，迟迟不决。况钟到任后，亲
自一桩桩翻阅卷宗，又把当事人
一个个传到堂前，看其神情，问
其细节。有些案子原审仅凭一纸
供词便已定罪，可当况钟观察到
当事人陈述时的从容或慌乱，再
核对卷宗里的疑点，往往就可发
现破绽，或屈打成招，或证据不
实。在他治理下，一连平反了一大
批冤错案件，苏州百姓口口相传，
唤他作“况青天”。

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同一个道
理：真相往往不在纸上，而在人
前。古人有句话叫“狱贵初情”，
意思是案件最真实的一面，常常就
在审理者第一次面对当事人的那一
刻。这份“在场”的力量，今日依
然清晰可见。司法责任制改革明确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持续
深化，庭审实质化要求不断落实，
其内在精神与“五听”传统一脉相

承。法官的目光既要落在卷宗之
上，更要落在事实之中、落在当事
人的身上。

有度：察情之外，更有
规矩

也许有人会问，靠观察言辞神
色来断案，会不会失之主观？这个
疑问，古人早已虑及。

“五听”从来不是司法官员一
人的独断。《唐律疏议·断狱律》
有言：“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
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
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
讯。”其注疏所引的 《狱官令》，更
道破了其中机理：“诸察狱之官，
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
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寥
寥数语，便将主观的察情之术，严
丝合缝地纳入了客观的证据链条。
后世历代沿袭此理，不断以严密的
勘验规则加以收束，使“五听”始
终 处 于 法 定 程 序 的 重 重 校 验 之
下。一句话，察情有用，但察情
有界。这便是中华法治文明最可
贵的分寸感。它既相信法官的眼
力，又用层层程序为这份眼力划
下边界；既给经验留下用武之地，
又不让经验沦为擅断。

这种分寸感沉淀为今日我国司
法的制度智慧。坚持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证
据 裁 判 规 则 ； 推 行 “ 四 类 案 件 ”
监督管理机制、专业法官会议制
度、类案强制检索机制，为法官
的内心确信构筑可遵循、可检验
的程序通道；深化裁判文书释法
说理改革，让证据如何采信、事
实如何认定、法律如何适用都讲
得 明 明 白 白 。 从 古 人 的 察 情 有
界，到今天以“看得见”的方式
实现司法公正，正是这份古老分寸
感在新时代的延展。

知人：法律的尽头是人心

“五听”真正打动人的地方，
不在那五种察看之法，而在它背后
那份对“人”的体恤。堂下站着的

从来不是冷冰冰的“诉讼主体”，
而是一个个有难处、有委屈、有脾
气、有泪水的具体的人。

古代那些被百姓世代传颂的
“循吏”，意指奉公守法、勤政爱民
的好官，靠的不只是熟知律条，更
是那份“知人”的本事。他们听得
懂农妇哭诉里藏着的苦楚，看得见
老者沉默里压着的为难，察得出少
年眼神里闪过的是悔意还是怨意。

《疑狱集》《棠阴比事》 所辑那些至
今读来仍令人动容的判案故事，其
感人之处多半都在这“知人”二
字。古人讲“原情定罪”“情法两
尽”，意思是判案时既要尊重法律
条文，也要体察人之常情；这一传
统所追求的，正是让法律既守得住
规矩，又容得下人心。

这份传统在今日凝练为一句最
朴素也最深沉的话——“如我在
诉”。最高人民法院反复强调，办
理每一个案件都要换位思考，“把
屁 股 端 端 地 坐 在 老 百 姓 的 这 一
面”。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五
听 ” 精 神 在 新 时 代 的 自 然 回 响 。
让裁判文书既“判得对”，又让当
事 人 看 得 见 公 正 、 读 得 懂 道 理 、
感受到温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 个 司 法 案 件 中 感 受 到 公 平 正
义，这一庄重承诺正建立在“知
人”的传统之上，也正是“天理
国法人情相统一”在司法实践中
的生动体现。

新生：技术浪潮中的不
变之物

进入数字时代，在线庭审、电
子卷宗、智能辅助办案等新场景接
连涌现。“五听”这一古老传统，
是否已成博物馆中的旧物？恰恰相
反 ， 技 术 的 浪 潮 愈 是 汹 涌 ，“ 五
听”所代表的人文司法精神便愈显
其珍贵。

数字法院建设的方向始终清
晰，那就是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为
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人民法庭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移动
微法院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参与
诉讼，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让审

理过程可追溯、可监督，传统的“察
情”智慧由此在新的技术平台上获得
了更广阔的延伸。“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理念的背后仍是那份古
老的司法自觉。

正 所 谓 “ 运 用 之 妙 ， 存 乎 一
心”，这是岳飞的名句，意思是再好
的 办 法 ， 关 键 也 在 使 用 者 的 那 颗
心。算法可以处理数据，却无法体
察愧色；模型可以辅助决策，却无
法替代法官的良知与担当。司法的

“ 最 后 一 公 里 ”， 始 终 需 要 那 双 能
“听辞、观色、察气、验耳、视目”
的法官的眼睛，需要那颗“如我在
诉”的为民之心。这是技术替代不
了的部分，也正是中华法治文明最珍
贵的传承。

五声犹在，初心如磐

三千年前，司法者以“五听”察
人间百态；今日中国，人民法官以

“ 如 我 在 诉 ” 践 初 心 使 命 。 从 “ 五
听 ” 到 “ 我 听 ”， 变 的 是 制 度 的 形
态，不变的是那份对人民的尊重、对
事实的敬畏、对法律的恪守。

时移世易，律典屡修，制度数
变。然而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堂下
站着的从来不是案号，而是人的命
运；纸上写着的从来不是终点，而是
起点；法官手中握着的从来不是权
力，而是托付。“五听”传统留给今
日我国司法深沉的精神遗产，也是中
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
机的根脉所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
值，不在某一项具体制度的复刻，而
在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内核，那就是
司法应当有亲历、有分寸、有温度、
有担当。当我们从“五听”这一看似
微小的切口望进去，看到的是中华法
治文明深厚的底蕴；当这份古老智慧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法治中国的根脉便
扎得更深，枝叶长得更茂。

公堂之上，五声犹在；千年之
后，初心如磐。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
民法院）

在记忆的长河里，总有些场景穿越时空，带
着独有的质感和温馨的色调，浸入我们的脑海、
走进心间，让人难以忘怀：或是秋收喜悦的夜
晚，或是雨雪突降的休闲，或是家长里短的纠
缠，或是村务议事的争执等，于是，“打平伙”
这个充满智慧与温情、蕴含法治与德治的风俗，
在烟火往来中维系乡情、化解争端、凝聚共识，
兼具德治教化与民间治理的双重价值。

“打平伙”，从字面上理解，打，是凑合、聚
合的意思；平，是平均、公允的意思；伙，是合
伙、结伴的意思。这一民间聚餐分摊费用的习俗
古已有之，在不同地区的史志或相关文献中有不
一的记载和解释。如东汉末年，郑玄在 《礼记·
礼器》 注解中说“合钱饮酒为醵”，便是众人凑
资共饮的早期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荆楚岁
时记》 所载“社日”活动：“社日，四邻并结宗
会社，宰牲牢，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食其
胙。”意思是全宗族的人聚集宰杀牲畜祭祀，然
后分享牲肉。历经千年演变，乡村“打平伙”这
一风俗一直在沿袭并发展为现代社交中常见的

“AA 制”。
风俗是指在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中长期积淀

形成的社会习俗和行为准则，包括人们在思想观
念、行为方式、礼仪规范、婚丧嫁娶、节庆活动
等方面的传统习俗，它在潜移默化中规制着基层
社会秩序。回望昔日乡村“打平伙”的实践场
景，看似简单的聚餐闲谈，其实却沉淀着饱沾泥
土香气、贴近民心朴素的法治思维。

“水过地皮湿，账清心里安”的平等公允理
念。打平伙，从组织形式到活动过程突出一个

“公”字，俗话说“一个和尚一份斋”“大家的马
儿大家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核心就是
公平公道，如生产队时代，村民为了庆贺丰收，
集体宰杀羊只，用大锅煮肉，要么村民集体会
餐，要么按人头分份带回家中，体现了一个见者

有份、公平公正的管理和处事方法。如适逢下雨
或降雪的日子，村民闲着无事可做，就结伴拉伙

“打平伙”，有时统一买菜割肉打酒，畅饮后按人
头摊钱；有时你拿菜、他出酒，还有的提供场所
和其他吃食等，这一风俗最朴素的逻辑是“自愿
参与、成本均摊、成果共享”，简单直白的分摊
规则，是人间烟火中最接地气、最近民意的公平
公道法治理念的“民间载体”。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定分止争理念。从古
至今，凡食人间烟火者，总有鸡毛蒜皮的琐事，
总有盆碗磕碰之响，总有家长里短之争等，诉诸
官司不仅耗时费财，更易割裂邻里亲情。而“打
平伙”便是乡间平息家长里短、调解邻里纷争的

“ 土 经 验 ”， 是 中 华 民 族 最 朴 素 的 “ 过 日 子 哲
学”。如因邻居建房多占一墙，争吵不休甚至大
打出手；因老人赡养相互推诿，兄弟姊妹反目
为仇；因相邻种地界线不清，两家弄得鸡犬不
宁；因婚恋变故引发纠纷，双方你哭我闹……
诸如鸡毛蒜皮之类矛盾纠纷若处理不好或不及
时，要么为争一口气或一张脸面诉之公堂，要
么积怨加深矛盾激化，长期僵持不仅弄得双方
身心疲惫，也易引发不稳定隐患。于是，村里
一些老干部、老教师或德高望重的村贤便会择
时 邀 约 纠 纷 双 方 和 亲 友 邻 里 一 同 “ 打 平 伙 ”。

“酒一喝，肉一吃，再大的疙瘩也平展”“天大
的事，一桌平伙平了；地大的怨，一杯烧酒化
了 ”“ 当 面 锣 对 面 鼓 ”， 大 家 在 “ 你 吹 箫 他 按
眼”的说和中，当面说理、坦诚沟通，说得一
方脸红冒汗不好意思，劝得另一方得饶人处且
饶人，疙疙瘩瘩、恩恩怨怨在说说劝劝的气氛
中化解了。“打平伙”的烟火气里确实藏着秩序
感，它用温情柔性的方式化解了矛盾纠纷，可以
说是做实定分止争的“民间智慧”。

在乡村，大事小情不外乎土地流转、修路建
桥、困难帮扶以及集体资金分配等，有时出现村
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见分歧，使得集
体事宜一时无法拍板决定。于是，为了让持有不
同意见的村民尽快解开心中“疙瘩”，由村干部
或村里有威望的村民借助“打平伙”搭建议事平
台，“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打开天窗说亮
话”“人多计谋广，柴多火焰高”，不怕“皮匠”
话多，就怕“诸葛亮”独断，“打平伙”这一平
台，让村民有了参与感、有了话语权，让不同观
点充分碰撞，让分歧意见反复磨合，使得集体事
宜在争吵、聊天和理论中达成共识，这正是“众
人事、众人议”民主自治逻辑，是破解乡村治理
难点的“民间实践”。

乡村“打平伙”不只是简单凑餐聚会的习
俗，更是传统乡土民间互助伦理、公平规则、调
解机制与村民自治的融合载体。它承载着深厚的
传统法治文化内涵，是“情分”和“本分”的平
衡，是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传统基层治理模
式，在凝聚人心、以德善治、构建和谐的社会治
理中起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功效，是带有
泥土味的乡村版“AA 制”。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人民法院）

康熙四十六年，黄河暴涨，河
堤决口，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康
熙帝急召诸王大臣议事，太子胤礽
面对询问毫无头绪，四阿哥胤禛

（后来的雍正帝） 则全权督办治理
水患，最终赢得民心。这是 《雍正
王朝》 中的一段剧情。据邓拓 《中
国救荒史》 统计，从公元前 1766
年 到 1937 年 ， 三 千 七 百 余 年 间 ，
有记载的水灾共一千余次。面对如
此频繁的灾情，我国古人一步步摸
索出一套“报灾、勘灾、赈济、问
责”的法律链条。

秦代：报灾入律，开律
例之先

早在先秦时就有灾情报送的规

定。《秦律十八种·田律》 记载：
地方官遇上灾害，距离近的县要派
走得快的人步行递送，距离远的县
要通过驿站上报。《田律》 还规定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隄
水”。这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期的
生态保护条款，先秦时期我们的祖
先已经意识到，乱砍滥伐、堵塞河
渠可能招来水患。云梦睡虎地秦简

《法律答问》 记载了一则官员不作
为的案例：“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
为事，论何也？当迁。”啬夫是秦代
乡官，负责听讼和收税。这个例子
揭示了秦代救灾律法的重要原则：
官员不认真履职本身就是犯罪。

唐代：定标明罚，立减
灾之规

到了唐朝，救灾就写进了法
典。《唐律疏议·户婚律》 规定：

“ 诸 部 内 有 旱 涝 霜 雹 虫 蝗 为 害 之
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
七十。”贞元十九年 （803 年），京

畿大旱，京兆尹李实为了政绩却谎
报灾情。监察御史韩愈下乡察看灾
情后愤然上书，结果反被陷害贬为
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
顺宗即位并大赦天下，韩愈因此获
赦，李实也在同一年被贬为通州长
史，离京时还遭百姓“以瓦砾围
堵”。开元十三年 （725 年），黄河
决口，沿河刺史大多害怕擅自行动
导致朝廷问责，而济州刺史裴耀卿
率先组织百姓抢修堤防，他“俯临
决河，躬自护作”，不懈努力保住
了全境农田，济州父老为此给他立
了功德碑以感念他的功绩。

金代：颁发专防令，定
专项之规

金 代 泰 和 二 年 （1202 年） 颁
布的 《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一部防洪法规，它把中央和地方
的河防职责进行了划分，要求沿河
官员在汛期要轮流“守涨”。大定
八年（1168 年）六月，黄河在滑州

决口引起水灾，金世宗派都水监梁
肃实地勘察。梁肃实地勘察后没用

“堵决口”的老套路，而是因地制
宜拿出了“分流减灾”的新方法，
取得了很好的治水效果。法律赋予
官员的不光是权力，更是临危决断
的责任。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
金廷采纳御史台建议，把沿河各府
州县长官的官衔里都加上“管勾河
防事”，任内治河有方的，论功行
赏；守护不牢的，依律问责。

清代：集制大成，成救
荒之备

清朝时救灾的规定已经比较成
熟。《大清律例》 规定，官吏不亲
自下田勘察，把熟地报成荒地、把
荒地报成熟地，各杖一百，罢职役
不叙。贪污赈灾钱粮的，照贪官
例，革职拿问。嘉庆十三年 （1808
年） 淮扬发大水，新科进士李毓昌
被派到山阳县查赈。知县王伸汉贪
污赈银两万多两，见李毓昌查得

紧，竟买通随从下毒杀人，还伪造了
自缢现场。山阳县、淮安府两级查验
后，居然认定是李毓昌私放赈灾票而
自缢身亡。幸亏李毓昌的叔父在遗物
里翻出半页残稿，上面写着“山阳知
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
恐负天子”。李家越级告状，惊动了
嘉庆帝，他亲自督办。后王伸汉被判
斩立决，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一干
大员被革职查办。这说明就算制度再
严密，仍需要良心官员的执行。

从秦代的报灾起步，到唐代的律
令细化，再到金代的专门立法，最后
到清代的救灾体系，中国古人用漫长
的时间，搭起了一套以程序规范和官
员责任为核心的灾害应对法律框架。
但历史同样反复提醒我们：法律的生
命全在落实，责任的关键全在担当。
古人在灾害应对中积攒下来的法治智
慧，至今仍为我们的应急法治建设提
供着宝贵的历史经验。用法律防灾减
灾，古今同理，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
人民法院）

我国古代应对灾情的法律程序与官员责任
□ 尤中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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